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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促转会走入历史，转型正义的“未竟之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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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进入民主化已超过30年，但作为台湾第一个专责处理转型正义工作的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会

（促转会），却迟至2018年才正式成立。四年任期后，促转会将于2022年5月30日正式卸牌，走入历

史。

促转会办公室坐落在台北市大安区的谧静的社区里头，200公尺内，满是高级餐厅、学校。端传媒采访的

时间，落在解散的前一周，代理主委叶虹灵办公室堆满纸箱、凌乱的文件，委员王增勇的办公室则几乎清

空，剩余的促转会人员则在一格一格的办公桌上气氛严肃地埋头赶结案。要毕业了，松一口气吗？他们或

笑或摇头说，还不到最后一天呢，但之后终于可以再度回到监督者的角色，对机关内的人来说，都轻松不

少。

根据《促转条例》规定，威权统治时期的时间为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共47年。台湾的转

型正义最核心要处理的是，威权统治时期有多少人受害？压迫体制如何运作？除了保存历史记忆、厘清过

去的压迫行为，还有未来该怎么做。

从1987年解严后，台湾开始推动转型正义工作，历经政党轮替，因为社会整体与执政党的漠视，直到

2018年，才首次出现任务型机关促转会。历经2年任期及2次的延任，促转会从选址挂牌开始，就被居民

抗议为恶邻设施，到被称为“东厂”的事件，历经三任主委，成员几经更迭，在2022年5月30日正式解散。

未来，促转会的工作任务将分散到六个部会，行政院将设置“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并透过召开“推动转型正

义会报”，由行政院长整合监督转型正义工作。

寻找真相还是撕裂族群？要遗忘还是要记住？是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疑问总伴随著“转型正义”议题

出现。争议下，容易忘记转型正义并不是二元选择，而是在民主、人权的状态下推动转型正义前进的过

程。促转会将走入台湾转型正义进程的历史，这四年，促转会到底做到哪些转型正义的任务？一路来又是

如何回应人民的期待与质疑的呢？



台北六张犁第一墓区，墓地约有两百余座墓冢和墓石碑，多为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无人认领的死难者遗体。摄：陈焯𪸩/端传媒

促转会的发展、任务与争议 


台湾转型正义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而这个关键，是台湾社会发展的脉

络、执政者的漠视与社会的噤声所造成，导致台湾社会长期对转型正义感到

漠不关心。

长期进行转型正义研究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乃德曾指出，转型正义工作最重要的三项任务为：如何处置

加害者、如何赔偿受害者、如何创造与保存一个共通的历史记忆。

加害者包含了威权政府中发号施令的高层，主动或被动服从而侵犯人权的情治人员、司法人员，在威权政

体中工作因而获利的人员。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加害者，又该如何处置加害者是政治与道德的难题。

在受害者部分，则是应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赔偿，例如被剥夺工作与升迁的机会，家属受尽煎熬等有形、

无形的损失。保存历史记忆则是如何呈现有助于社会和解同时能够反省的历史，让后代不再重蹈覆彻。这

三项任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政治压迫而分裂的社会带来和解。

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大选，在就职当日宣示，要三年内完成转型正义报告。在促转会揭牌时，蔡英文

曾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威权体制的参与者与受害者，同时生活在岛屿上的世代。现在不做，我们将

永远错过对历史交代的机会。”

转型正义的工作并非凭空出现。1987年解严当年，社运倡议者郑南榕、医师陈永兴、人权律师李胜雄等党

外人士与民间团体的倡议下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目的在于调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恢复冤罪者名誉。

民间陆续出现要求转型正义的声浪。不过，台湾却在30年后，才由政府成立专责、独立的二级机关促转

会。



根据端传媒访谈，促转会内部人员及外部的学者都表示，台湾转型正义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而这个关

键，是台湾社会发展的脉络、执政者的漠视与社会的噤声所造成，导致台湾社会长期对转型正义感到漠不

关心。

何时是最佳时机？吴乃德指出，威权体制崩溃初期是处理转型正义的黄金时期，因为民众对政治压迫记忆

犹新，充满道德的愤怒，然而，在前总统李登辉执政下，错失了时机。

根据《促转条例》规定，促转会的立法目的在于向行政院长提出完整调查报告、规划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

在内的任务总结报告，并提出修法草案。促转会的任务范围包含还原历史真相、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

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公、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的处理及应用、其他转型正义事项等需执

行的任务。

景美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仁爱楼看守所，60年代看守所同时囚禁军人与非军人，戒严时期许多政治犯皆曾羁押于此。摄：陈焯𪸩/端传媒

促转会的组织架构为一名主委、一名副主委、三名专委所组成，另有四名兼任委员共九人。由行政院长提

名，立委同意后任命。第一届的主委为前监察委员黄煌雄、副主任委员为前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



然而，围绕著促转会的风波，从揭牌第一天就开始。当地大安区的里长协同国民党立委、议员，带著居民

前来抗议。居民表示，附近有学校、住宅跟消防队，他们认为促转会是争议性很大的机关，更说“把争议性

高的机关放在住宅区，就是打扰人民”，未来若因陈抗活动封路，大量拒马、警察，将造成居民权益受损，

要求促转会搬迁到中央行政大楼。

最具争议且重创促转会形象至今的是俗称的“东厂事件”。2018年9月间，媒体报导促转会副研究员吴佩蓉

在内部会议的录音，时任副主委张天钦提到在会议中将矛头指向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批评他是转型正

义最恶劣的例子，要求会内人员找到各国类似侯友宜的案例。张天钦更在对话中，把促转会比为“东厂”，

也是后来被称为“东厂事件”之故。当时正值台湾县市长选举前三个月，此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因“东厂事件”，促转会机关的独立性屡遭国民党质疑。张天钦在事件爆发后火速请辞，黄煌雄也在一个月

后请辞，时任行政院长赖清德致歉并承诺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厘清事件原委。后续由杨翠代理主委，并在

下一个任期获正式提名任命。杨翠在任职一年后请辞，由叶虹灵代理主委直到解散。

对于促转会的任务方向与作法，关注转型正义的民间团体在这四年间持续给予建议。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

促进会（真促会）理事长陈嘉铭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促转会成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族群之间的

理解。结果促转会没做到，却跳下来做执行工作，一定做不完，再延任一、两年也做不完。在没有相互理

解的前提下执行，就会被不同立场的人说是斗争、厮杀。”

真促会曾表示，转型正义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分别是带领社会对话，提出公共论述、真相报告以及政策规

划之撰写。陈嘉铭说，带领社会对话、提出公共论述的意义在于，理解不同族群的强烈历史情感，他强调

不是找到共识，也不是要认同对方，而是先有对话、理解的机会。但他说：“促转会没有做到这个最重要且

最初始的工作”，对于后续政府的执行，他感到不乐观。

外界分析，促转会时间不够、资源不足、人力有限，因此无法达标。不过，陈嘉铭指出，促转会的设立是

参考各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设置，并定为两年，因为它的立法目的不是执行单位，而是促进对话以及

做规划工作。国家人权博物馆就在做不义遗址的调查，档案局也在征集政治档案，但促转会跳下来做同样

的工作。

缺乏对话与理解就进入执行阶段会遭遇哪些问题？陈嘉铭坦言，就是让另一群人认为促转会在做政治斗

争，“真相不是你翻开一本书就说那是真相，也不是只有公开档案中的内容才是真相，真相很复杂，要有多

元的声音，才会呈现人性的样貌。”

陈嘉铭再次强调，转型正义就是一个国家要面对过去以国之名伤害人民的行为。他认为，促转会的设立是

大家期待的，但没做好最重要的工作。他强调，政府也轻忽了威权时期对于女性、同志、原住民族的侵

害



害。

“像在爬一座没有人爬过的山” 


对于身在其中的工作者来说，部分舆论将转型正义解读为政治斗争，是相当不公平的事情。在这四年里的

每一天，他们都在努力将这艰难的工作推进一点点。在解散前，促转会向行政院长苏贞昌递交177万字的

任务总结报告，全文已于5月27日在网路上公布。

负责原住民族以及受害者政治创伤疗愈工作的促转会委员王增勇，过去一直是学者身份，这是他第一次进

到体制内工作，他说：“我过去没想到以政务官的身份，代表国家，向受难者及家属道歉，会有那么大的意

义。这不是像蔡英文那样，只对原住民族说过一次道歉，而是真的走进部落里，告诉他们，国家错了，翻

转上对下的关系。”

促转会委员王增勇。摄：陈焯𪸩/端传媒

王增勇提起了赛夏族人赵文从的例子。赛夏族人赵文从1923年在新竹县五峰乡大隘村出生。1952年他因

堂弟筹组台湾蓬莱民族自救斗争青年同盟，遭到逮捕，依知匪不报罪判2年徒刑。直到1997年赵文从去

世，他与儿子赵俊雄都难以再回到部落，长期遭部落族人误解。



世，他与儿子赵俊雄都难以再回到部落，长期遭部落族人误解。

王增勇说，透过办理赵文从回家政治受难纪录片部落巡回放映，他们将纪录片以及撤销判决的公文带回部

落。他说，无论受难者是否在世，“回家”的目的在于让他回到部落，重新被理解与接纳，也让被迫离开的

家族正大光明地回去，成为部落的集体记忆。

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遭遇很多困难，部落曾问王增勇，做这些事有无政治动机。王增勇在现场除了

递交除罪公文给赵文雄，也代表国家向赵文雄、部落鞠躬致歉。上大隘部落头目赵建福说，小时候曾听部

落长辈说，赵文从每次要离开部落，都会跟他们报备，所以他不是偷偷离开，并欢迎赵俊雄与赵家回来部

落。

上述的例子是台湾社会的缩影，汉人社会也存在受难者遭家族、社群集体排斥、污名的情况。王增勇指

出，转型正义要从个人的疗愈到集体的修复，台湾社会必须要让受难者愿意说出他们的遭遇，也需要听到

他们的故事。

促转会代理主委、也是末代主委叶虹灵形容，这四年来，促转会像在进行无路径的登山探勘，“台湾的转型

正义就是要摸出自己的登山指南，那是没人爬过的山。全机关近50个人一面摸索、找路径，且背负著很多

受难者前辈的期待。”



促转会代理主委叶虹灵在其收拾中的办公室。摄：陈焯𪸩/端传媒

线民、“为共产党员平反”和蒋介石铜像 


叶虹灵是第一届就加入促转会的委员，待满四年，过去，她在民间团体工作，多以学人的身份进行转型正

义的研究，但这跟进入体制执行转型正义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在促转会的诸多工作项目中，叶虹灵表示，民众很关注第六波、第七波征集到的监控档案怎么公开。她强

调，监控档案与判决资料不同，监控档案里，都是国家如何监控一般台湾常民的纪录，只要有组织就有监

控，对象从目前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到一般民众都有。他们参考各国的作法与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公开

档案为原则来讨论如何兼顾当事人隐私。因涉及与各机关索取档案，促转会发现，机关不认为曾涉及迫害

人民，“各机关都要正视历史，转型正义不是只有在学校上课就够了。”

监控常民档案公开的爆发力，在“立法委员黄国书线民案”当中，一览无遗。随著监控档案被征集与阅览使

用，过去曾经协助国民党收集情资的“线民”被一一辨识出来，更延烧到目前推动转型正义的执政党，也就

是民进党身上。

2021年10月，民进党台中市立委黄国书遭爆出曾为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线民，他承认后退党，并宣布不再

角逐下一任立委，形同退出政坛。

对此，促转会认为，威权时期中，国民党高度渗透民间社会，有万千的线民，转型正义最重要的是厘清与

辨识这些参与者，才有办法持续进行真相调查，并展开对话，不是立刻进入猎巫或洗白的情境。陈嘉铭认

为，线民风波突显了两个问题，“线民马上被扣帽子......理应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环境让线民、当事人、专家

学者来对谈。”



无独有偶，台南市长黄伟哲也遭媒体披露，就读台湾大学时期担任线民，因签收领据而遭促转会约谈。黄

对此一概否认，促转会则回应，确实有约谈黄伟哲，但与媒体披露时间不一致，也不透露个案的细节。

促转会委员陈雨凡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转型正义是很中性的词汇，但我们在做民调的过程中发现，立

场偏蓝的民众一听到转型正义就直接联想到东厂、清算。”“东厂事件”就是促转会的政治标签，只能不断沟

通，也提醒接下转型正义工作的政府机关，台湾民众还不充分了解转型正义。

对于促转会的争议，真促会的陈嘉铭说，东厂事件发生时，民间团体建议促转会委员们集体请辞，但未获

得所有委员同意，“当一个组织的道德被另一群人质疑，组织就缺乏道德的领导力。”他认为，这是为什么

促转会再也撕不掉“东厂”标签的原因。

“《促转条例》不是根据个人的政治思想、倾向来做平反，就算他是共产党

员，仍应受到公平审判的保障。”

在数量庞大的白色恐怖案件中，在促转会解散前一周才撤销的“李妈兜案”，可说是道尽了台湾转型正义工

作的艰难与曲折。李妈兜，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案件中，仅有李妈兜与其女友陈淑端，人



数上属于迷你案件，却是转型正义案件中，最受瞩目的案件之一。这个案件叩问的，是一名共产党成员在

威权时期被国家杀害，到底应不应该被平反？台湾社会对于过去的冤错案件，大多持应该平反、补偿的态

度，但却有许多人认为，不应包含共产党员在内。

促转会在庞大的舆论压力下，今年5月18日，促转会解散前，以李妈兜案审判过程“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

序、侵害公平审判原则”为由，撤销两人判决。

李妈兜出生于1898年，是台南大内人，家境贫寒，直到18岁才念完小学。后曾担任公学校教员，却常因

看不惯日本人作风而起冲突，最后失去教职工作。他因参加台湾民众党、新文化协会举办的活动，加入新

文化协会而被捕入狱。战后，李妈兜依然不满国民政府的统治，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台南市工

委会委员兼任书记，发展组织。

1950年，宪兵司令部、保安司命步获命追缉李妈兜，布下天罗地网。不过，李妈兜的组织能力极强，行踪

飘忽，据判决书记载，在他指挥下，共发展26个支部，3个直属小组。直到1952年，李妈兜与女友陈淑端

在台南安平港欲偷渡至香港，在海上遭查缉而被逮捕。

后续，李妈兜听信侦讯人员“可自新、从宽优待”说词，将组织名单供出。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一度

要核可李妈兜的自新，给予优待，却因保安司令部认定他已无价值，周至柔便反悔并交代严惩。根据判决

纪录，陈淑端仅为李妈兜传递文书，并未参与组织，李妈兜也一再强调，陈淑端对组织一无所知。不过，

最后两人仍遭判死刑，在1953年一同遭到枪决。

此平反案消息一出，网友在促转会的脸书留言，批评促转会是促转共产党正义委员会、是中共同路人等评

论。对此，陈雨凡表示，李妈兜案不是唯一一件被平反的共产党员案，只是他比较知名，而台湾社会对于

共产党的敌视受到历史脉络影响直到现在。



陈雨凡说：“《促转条例》不是根据个人的政治思想、倾向来做平反，就算他是共产党员，仍应受到公平审

判的保障。”

另一个棘手的难题，还有处理威权象征——例如蒋介石铜像。 


促转会委员蔡志伟说，让民众、机关理解什么是威权象征很困难。他认为，国家不应该花费巨额的公帑来

维护、纪念威权统治者。根据促转会统计，2019年全台共有1814个两蒋的塑像、遗像与命名空间，四年

下来，减少了约300个，根据最新的数据，已处置与同意处置的比例约为32％。

陈雨凡也表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只做到33%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及格，但数据是有意义的，代表这件

事很困难，而困难要怎么被突破，也是在跟机关交接时必须特别注意之处。

陈雨凡举了中正纪念堂的例子。2007年，陈水扁执政下，教育部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

移除中正纪念堂匾额。此举随即遭占立法院多数的国民党反对，并由台北市政府列为市定古迹，后续更爆

发民众在中正纪念堂的流血冲突。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修改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规章，将中正

纪念堂匾额挂回，仅保留自由广场匾额。陈雨凡说，在“不应纪念威权统治者”与“纪念伟大的民族领袖。”

这两种观点之间，从两党斗法到民间不同立场的冲突，中正纪念堂就是明显、具体的案例。

在总结报告中 促转会提出六年的中长期中正纪念堂转型计划 包含修正现行组织法 启动具威权象征处



在总结报告中，促转会提出六年的中长期中正纪念堂转型计划，包含修正现行组织法、启动具威权象征处

置意义的转型前导计划、以竞图征件模式遴选规划设计方案。陈雨凡强调，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涉及修法，

可将现行《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修正为新机关的组织法，或先废止《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

织条例》。未来，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将由文化部接手。

慈湖雕塑纪念公园内的蒋介石像。摄：陈焯𪸩/端传媒

下一步怎么走？ 


促转会前主委杨翠出席促转会今年的成果发表会时表示：“今天不是毕业典礼，是逗号。是下一步该怎么

做。”她指出，促转会与各机关合作过程中，深刻理解需要透过非常多的讨论，才能慢慢敲开机关的门，但

各部会在承接转型正义任务时，将面临认知的框架、价值观以及量能的问题。

促转会代理主委叶虹灵表示，对各机关来说，下半年会兵荒马乱，涉及怎么编列预算、人力，呼吁社会给

予政府多一点时间，同时也要持续监督政府。

根据《促转条例》规定，促转会的法定工作事项有：一、开放政治档案。二、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

址。三、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四、不当党产之处理及运用。五、其他转型正



址。三、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四、不当党产之处理及运用。五、其他转型正

义事项。陈雨凡表示，目前促转会既有的工作项目中，皆已分配给各部会。

不过，像是“还原真相、促进和解”这项划分，尚不清楚。陈雨凡坦言，这个项目涉及太多机关，如果指定

一个机关主责会有问题，所以促转会提出修法建议，涉及跨部会工作应由行政院长统筹分配。另外，未来

也可能有新增的工作事项，也建议由行政院长统筹。转型正义教育虽分配给教育部主责，但公务员的教育

主管机关是考试院，因此未来不只需要跨部会合作，而是跨院合作。

陈雨凡认为 接下来的首要之重是识别及追究加害者 这涉及四个层次 先厘清加害的图像 厘清加害行



陈雨凡认为，接下来的首要之重是识别及追究加害者，这涉及四个层次，先厘清加害的图像、厘清加害行

为、辨识加害者、追究加害者。促转会已提出加害者专章草案的建议，以行为人行为为基准，目的就是还

原历史真相。接下来，加害者的相关立法则有待后续由法务部提出。

这些参与压迫体制的官员，没有一个人对受难者有歉意，只有少数一两个线

民曾在访谈过程中承认错误。他们对责任的理解是，不应归责个人，而是国

家、政府、法律、体制。

台湾转型正义曾被批评“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促转会曾访谈了军法官、情治人员与线民等参与压迫

程度不一的压迫者。促转会的总结报告指出，在军法官部分，涵盖了军法主官、军事审判官、军事检察官

及公设辩护人，发现判处重刑且数量最多的审判参与者多落在1950年代。促转会根据数量最多的前40名

军法官进行清查，发现绝大多数已亡故，还在世的，只找到一名高龄90岁的军法官，但他已失智，难以进

行访谈。后来，促转会更换标的，调查1970年到1992年的审判参与人员，访谈发现，这些人员虽是军

官，但位阶不高，决策范围只在所属单位与个案。

叶虹灵举了一个老荣民政治犯的案例。那位老荣民只是乱讲话，大喊“毛泽东万岁”，被控为匪宣传入狱，

出狱后他因生活不顺，又喝醉酒在警局大喊“毛泽东万岁”，二度入狱。后来他在土城仁教所上吊自杀，留

下遗书，表示自己不怕抗战，却被小人报告所杀。

促转会找到当时承办的检察官并访谈。那名检察官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这个案子。后面起诉完了，就

不会再去管。对不对，担任什么职务就做什么事，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你当什么角色就演什么

戏……。”他指出，当时是警察局移送，承办一定都有证据，没有证据的话就不会起诉也不会判刑。“这时

代悲剧，当年就是这样。我跟你讲，现在发生这个事情，谁会在乎？你也不能说当时的戒严不对吗？你不

能讲戒严不对啊。喝醉酒，又怎样？就是犯法。”

叶虹灵表示，这些参与压迫体制的官员，没有一个人对受难者有歉意，只有少数一两个线民曾在访谈过程

中承认错误。他们对责任的理解是，不应归责个人，而是国家、政府、法律、体制，“他们会说，当时法治

不完备，但不愿意谈个案，甚至根本不记得个案。也许看不见受害者的痛苦，也是他们当时生存的必要之

恶。”她强调，这些人年纪也很大，多是70岁以上的长者，他们活在封闭的体系及僵化的价值观中，突然接

到促转会的访谈吓一跳。

“他们在封闭的体系中生存，反过来说，正因为体系如此，才把人变成那样，才能共同参与、维持这么久的

威权体制”叶虹灵说，有人提出像南非的转型正义一样，用托出真相换特赦，也许就能让这些压迫者说出实

情，但她说，南非的设计是不坦白就要面临法律后果，相当于给了胡萝卜与棍子，也许这样的设计可供未

来加害者专章修法参考。



来加害者专章修法参考。

台北马场町刑场，为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时期枪决政治犯的主要刑场，现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摄：陈焯𪸩/端传媒

那后续该怎么做？随著当事人的老去，陈雨凡语重心长地说：“加害者专章立法一定要快，受难者年纪越来

越大，转型正义工作就是跟时间赛跑。”

“我从不把希望放在政府上，意思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政府，应该循公私协力路线。”王增勇在促转会规

划政治创伤疗愈计划的过程中，深刻体悟到这点，因此倾向与各地的民间团体合作。

由于政治创伤疗愈计划不在原定的法定业务范围内，而是促转会委员在进行受难者服务、促进社会对话的

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模式。“我很担心卫福部说他们不愿意承接，因为不是法定任务，但我们好不容易摸索

出模式，取得受难者与家属的信任，要他们再次相信国家会照顾他们，真的很难，不能再度辜负他们的信

任。”

王增勇提醒，未来还要发展的方向不能只有某一方的正义，正义不应该是对立，也要让加害者愿意说出他

们的故事，让当事人都体认到“我们是体系下的共存者”。

大 威胁 他认为 这些 事被遗忘 就 像变成标本 在某个地方



至于最大的威胁，他认为是这些故事被遗忘，就好像变成标本放在某个地方。


